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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 10 个城市 1 021 份问卷调查数据 

吴伟东 

(暨南大学人文学院，广东  珠海  519070) 

摘 要：基于厦门、天津和深圳等 10个城市的 1 021份农民工问卷调查数据分析表明，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水

平较低，在个体层面和集体层面“实际参加”占比分别只有 13.4%和 7.7%。进一步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

农民工企业民主参与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务工企业的规模、岗位类别、单位工龄和

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影响显著。年龄较小或者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机会受到限制。在

中等规模的企业内务工、从事生产和服务类岗位、单位工龄较短或者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企业民主参

与的程度相对较低。来源地、性别、企业所有制、行业类别和工作更换次数等变量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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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rant workers’ employee participation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a survey of 1 021 migrant workers from 10 cities 
WU Wei-d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Jinan University, Zhuhai 519070, China) 

Abstract:  The data from a survey conducted in Xiamen and other nine cities indicate that the employee particip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is quite low. The individual level of participation is just 13.4%, while the collective level is 7.7%. 
The analysis using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finds that migrant workers’ age, education level, the size of enterprise they 
work for, posts, length of service and whether they sign labor contract or not all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is 
participation. Those younger or with lower education level have less opportunities in employee participation. Besides, 
those working for medium-side enterprises, or in the post of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with shorter length of service or 
without labor contract, also participate less. At the same time, birth place, gender, enterprise ownership, industry category 
and employment history don't hav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is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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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民主参与是现代民主体制的核心内涵，每一

种模式的民主体制，都把其成员的民主参与置于

核心的位置 [1]。在中国，伴随城镇化发展和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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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进程，从农村迁移到城镇地区

居住和就业的人口规模正逐步扩大。2013 年农民
工的人口已达 2.6894 亿[2]。把农民工纳入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范畴是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

迫切需要，也是国家政治文明建设的客观发展趋

势[3]。 
企业民主管理是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

要内容，而衡量其实现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在于

职工的民主参与。全国总工会在研究报告中指

出，必须保障农民工的民主政治权利，逐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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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在各级党代会、人大和工会代表大会及企

业职代会中的比例，增加其参政议政、权益表

达、参与决策管理的渠道和机会[4]。 
目前，有关职工企业民主参与的研究日趋深

入。赵丽江等[5]指出，中国处于经济体制转型、产

业结构调整、劳动关系重组、利益格局变化的特

殊时期，在劳动者面临诸多困境的情况下，传统

意识形态所坚持的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空心

化，造成民主管理和职工合法权利的缺失，必须

重新探讨职工民主参与的路径，强化职工的民主

参与。陈昌举等[6]认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职

工民主参与制度日渐式微，必须在新形势下重新

厘清职工民主参与的基本内涵和分析职工民主参

与的法理基础，并在此基础上重构职工民主参与

制度。詹婧[7]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探讨了职

工的企业民主参与的参与层次和动力因素。然

而，专门针对农民工群体的实证研究在现阶段仍

处于空白，尚无法给这方面的政策实践提供有针

对性的科学指引。为此，笔者拟基于厦门、天津

和深圳等 10 个城市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分析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及其
影响因素，为改进农民工参与企业民主管理提供

经验支持。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了更深入地探讨企业民主参与的影响因

素，本文主要将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划分为

个体层面和集体层面进行探讨。其中，个体层面

聚焦的是个体之间的直接接触和沟通。薄岛郁夫

指出，除了投票、选举活动之外，个别接触也是

个体民主参与的途径之一[8]。通过与企业管理人员

或者职工代表的直接接触和沟通，农民工表达自

身的权益诉求，提出企业发展和完善的建议。在

本研究中，将“提出合理化建议”作为农民工个

体层面的企业民主参与。在调查问卷中的问题设

置是“你是否给企业提出过合理化建议”，备选答

案是“没有”和“有”。 
同时，依据 2012 年发布的《企业民主管理规

定》，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是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的基

本形式，企业应当尊重和保障职工依法享有的知

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等民主权利，支

持职工参加企业管理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

合同法》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

决定有关劳动报酬、保险福利、劳动纪律以及劳

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

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

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

代表平等协商确定。职工代表大会是劳动者参与

企业民主管理的核心途径，职工代表拥有与企业

在上述议题上平等协商的法定权利。因此，集体

层面聚焦的是参加职工代表大会。能够被选举为

职工代表、参加职工代表大会，农民工将能够在

集体的层次进行民主参与，对企业的决策制定和

发展施加影响。在调查问卷中，集体层面参与的

对应问题是“你是否参加过企业的职工代表大

会”，备选答案是“没有参加过”和“参加过”。 
为了明确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的影响因

素，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Logistic 回归模型因变量分别为“是否给企业提出
过合理化建议”和“是否参加过职工代表大会”，

均为二分变量，适用于二元 Logistic回归模型。在
此基础上，两个模型中所纳入的自变量是一致

的，包括农民工的来源地、性别、年龄、受教育

程度，以及他们务工的企业规模、行业类别、所

有制性质、岗位类别、单位工龄、工作更换次数

和劳动合同签订情况等(表 1)。 

表 1  农民工样本的基本特征 

变量 指标及其百分比 

来源地 本地 29.0；外地 71.0 

性别 男性 62.0；女性 38.0 

年龄 16-25岁 63.8；26-35岁 26.7；35岁以上 9.5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29.0；高中 39.8；大专 20.0；
本科及以上 11.3  

企业规模 300人以下 72.8；301-1 000人 14.8；1 000
人以上 12.4 

行业类别 制造业与建筑业 38.3；商业 18.6；服务业
43.1 

所有制性质 国有企业 13.7；私营企业 71.1；外资企业
9.6%；其他 5.5  

岗位类别 管理类 7.7；技术研发类 10.8；生产、服务
类 19.6；行政事务类 6.3；市场销售类
37.0；其他 18.7  

单位工龄 5年及以内 77.7；6-10年 19.3； 10年以上
3.0 

工作更换次数 0次 17.3；1-2次 44.4； 2次以上 38.2 

劳动合同签订情况 没有 43.8；有 56.2 
 
数据来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资助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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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就业状况调查”数据库。此次问卷调查在厦

门、天津、深圳、上海、南京、长沙、成都、温

州、绵阳和长春等 10 个城市展开。调查共发放问
卷 2 000份，获得有效问卷 1 813份，问卷的有效
回收率约为 90.7%。其中来自农民工群体的有效问
卷 1 021份。调查样本中农民工群体的基本特征见
表 1。 
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在个

体层面和集体层，都处于较低的水平，“实际参

加”占比分别只有 13.4%和 7.7%。同时，对比农
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意愿与实际参与情况的数据

结果可以发现，大部分(64.5%和 59%)农民工具有
企业民主参与的主观意愿，但最后只有一小部分

人可以成功地实现民主参与。农民工的企业民主

参与意愿与实际参与情况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

由此看来，客观的现实情况和企业环境，比农民

工的企业民主参与意愿更加重要。即使农民工拥

有较高的企业民主参与意愿，但在外部环境支持

不足或者存在阻碍因素的情况下，他们的企业民

主参与仍然难以得到实现。 

三、实证研究及其结果 

运用 SPSS 21.0对调查数据进行 Logistic回归
模型分析，结果见表 2。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
示，回归方程中各个自变量的多重共线性通过检

验，模型中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代表其对因变

量的单独影响。 
(1)个体方面的变量中，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

影响效应都局限在特定层次上。其中，年龄变量

对集体层面民主参与的影响为正，且通过 10%统
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26-35 岁的农民工与 16-
25 岁的农民工相比，参加职工代表大会的可能性
大幅度提高。换言之，处于 16-25岁年龄段的青年
农民工，集体层面的企业民主参与机会是较少

的。而 35 岁以上的农民工，参加职工代表大会的
可能性比 16-25 岁的农民工更高，同时低于 26-35
岁的农民工，但其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受教育程

度变量对个体层面民主参与的影响为正，且通过

了 5%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大专、本科及以
上学历的农民工，比初中及以下的农民工更多地

向企业提出合理化建议，对个体层面的民主参与

存在显著影响。高中学历的农民工，提出合理化

建议的可能性与初中及以下的农民工要略微降 

表 2    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 Logistic 回归模型 

个体层面 集体层面 

提出合理化建议 参加职工代表大会 

回归系数 发生比率 回归系数 发生比率

来源地     

     外地 0.022 1.022 0.317 1.373 

性别     

     女 0.257 1.293 -0.245 0.782 

年龄     

      26-35岁 -0.150 0.860 1.209* 3.352 

      35岁以上 -0.696 0.498 0.952 2.592 

受教育程度     

      高中 -0.199 0.819 -0.377 0.686 

      大专 0.671** 1.956 0.153 1.166 

      本科及以上 1.256*** 3.513 0.809 2.245 

企业规模     

     301人至 1000人 -0.875** 0.417 -1.062* 0.346 

     1 000人以上 0.131** 1.140 0.214 1.239 

行业类别     

     商业 -0.400 0.671 0.337 1.401 

     服务业 -0.401 0.670 0.032 1.033 

企业所有制     

     私营企业 -0.369 0.691 -0.674 0.509 

     外资企业 -0.745 0.475 0.192 1.212 

     其他企业 -0.194 0.824 -0.873 0.418 

岗位类别     

      技术研发 -1.037** 0.355 -1.171*** 0.310 

      市场销售 -0.796 0.451 -1.558*** 0.210 

      行政事务 -0.758** 0.469 -2.456** 0.086 

      生产、服务 -1.355*** 0.258 -2.057*** 0.128 

      其他岗位 -1.299** 0.273 -1.896*** 0.150 

单位工龄     

     6-10年 0449 1.567 0.347 1.415 

     10年以上 1.440** 4.221 0.923 2.517 

工作更换次数     

      1-2次 -0.030 0.970 -0.727 0.483 

      2次以上 -0.055 0.947 -0.243 0.784 

劳动合同签订 0.280*** 1.323 1.210*** 3.353 

常数 -1.101** 0.333 -2.200** 0.111 

R2 0.151 0.235 

注：来源地以本地为参照，性别以男性为参照，年龄以 16-25 岁

为参照，受教育程度以初中及以下为参照，企业规模以 300 人以下为

参照，所有制性质以国有企业为参照，行业类别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

参照，岗位类别以管理类为参照，单位工龄以 5 年及以内为参照，工

作更换次数以 0 次为参照，劳动合同签订以没有为参照。*表示 sig＜

0.1，**表示 sig＜0.05，***表示 sig＜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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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但其回归结果并不显著。民主政治权利的有

效运用，需要个体对政治问题持有一定的兴趣，

了解政治过程和议题，并且具备一定的能力去表

达观点和自身的诉求[9]。初中及以下学历的农民

工，很可能因为自身学历和认知因素的限制，阻

碍了他们的企业民主参与。 
(2)企业环境方面的变量中，301至 1 000人的

企业规模对两种层面的农民工民主参与的影响均

为负，且通过 10%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而 1 
000 人以上的企业规模对个体层面的民主参与的影
响为正，且通过了 5%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
与在 300 人以下的企业内务工的农民工相比，在
301 至 1 000 人规模的企业内务工的农民工，向企
业提出合理化建议和参加职工代表大会的发生比

率都明显下降，分别只有前者的 41.7%和 34.6%。
在 1 000人以上的企业中，农民工提出合理化建议
的可能性与 300 人以下的企业相比有所提升。这
可能反映出企业管理的规范程度对农民工诉求表

达的促进作用。总的来看，企业规模的扩大对农

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的抑制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集体层面的企业民主参与，由于职工代表大会的

人数比例问题，企业规模扩大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往往是难以避免的。但同时，个体层面的企业民

主参与，同样在 301至 1 000人的企业规模中显著
下降，则很可能反映出这一规模的企业的民主管

理制度存在参与途经缺乏、渠道不畅等问题。这

些问题阻碍了农民工的建议和诉求表达，导致他

们无法实现个体层面的企业民主参与。农民的自

我组织能力，无论在经济、政治还是在社会方面

都比较低[10]。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就业的农民工，

也会同样存在这一问题。 
(3)岗位类别变量对两种层面的民主参与的影

响为负，且通过 5%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管
理类岗位的农民工，在两种层面的民主参与的实

现上，都要明显优于生产和服务岗位的农民工，

后者在这两种层面上的发生比率均不到前者的

30%，而且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在职工代表大会
的参与上只有前者的 12.8%。对于较高层次即集体
层面的民主参与，就职于行政事务、技术研发以

及生产、服务类岗位的农民工，实现个体层面的

民主参与的发生比率依次是管理类岗位的 46.9%、

35.5%和 25.8%。这可能反映出行政事务类等岗位
由于岗位的特点，较为容易实现个体层面的民主

参与，但要实现集体层面的民主参与，则更多地

受到岗位重要性的影响。一般而言，管理类、技

术研发和生产、服务类岗位对于企业管理的重要

性依次下降，在这些岗位工作的农民工的民主参

与可能性也随之减少。就现行规定而已，《企业民

主管理规定》中明确规定，职工代表大会的代表

由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企业领导人员和

其他方面的职工组成，其中，企业中层以上管理

人员和领导人员一般不得超过职工代表总人数的

20%。可以发现，现行的政策规定对职工代表的职
务类别有特定要求，对管理人员的比例有所限

制，务求确保职工代表的代表性。但从本次研究

的结果来看，管理类岗位的农民工参加职工代表

大会的发生比率，仍然明显高于非管理类岗位的

农民工。这表明工作岗位对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

与的阻碍效应，生产、服务类岗位的农民工民主

参与的机会仍然受到限制。 
(4)劳动合同签订变量对两种层次的民主参与

影响为正，且通过了 5%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
验。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没有签订劳动合

同的农民工分别多了 32.3%和 23.3%的机会去实现
企业民主参与。而且，从上述发生比率来看，劳

动合同签订的影响是累加的：相对于个体层面的

民主参与，劳动合同签订对于集体层面的民主参

与所起的促进作用更大。对于个体层面的民主参

与而言，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可能由于劳

动关系的不确定性，缺乏动力去思考和提出合理

化建议。而集体层面的民主参与，则可能由于职

工代表大会制度的设置，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

农民工排斥在代表选举的范围之外。同时，单位

工龄对个体层面的民主参与的影响为正，且通过

了 5%统计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只有 5 年及以内
工龄的农民工，与拥有 10 年以上单位工龄的农民
工与相比，更少地向企业提出合理化建议，同时

也少于 6-10 年工龄的农民工。职工代表大会的参
与尽管与单位工龄不存在显著相关，但在关系方

向上是正向的：10 年以上和 6-10 年单位工龄的农
民工，比 5 年及以内工龄的农民工存在更高的可
能性。这些数据结果也反映出劳动关系对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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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民主参与的重要性。规范和长期的劳动关

系，有助于促进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而非正

式和短期的劳动关系，则会阻碍农民工的企业民

主参与。 
此外，来源地、性别、企业所有制、行业类

别和工作更换次数等变量对农民工两种层面的企

业民主参与都不存在显著影响。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

目前仍处于较低的水平，而且与他们的参与意愿

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从农

民工自身方面阻碍了他们的企业民主参与，年龄

较小或者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工，参与企业民

主管理的机会受到限制；企业规模、岗位类别、

单位工龄和劳动合同签订情况，对农民工的企业

民主参与影响显著，在 301至 1 000人规模的企业
内务工、从事生产和服务类岗位、单位工龄较短

或者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在企业民主参

与上受到限制。 
总体而言，外部环境对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

与，目前仍缺乏足够的支持。外来移民民主参与

的形式和运用这些形式的程度，极大地受到某一

具体框架下特定的制度性安排的影响[11]。制度设

置的不合理或者无法得到有效落实，都将会严重

地阻碍农民工的企业民主参与。因此，现阶段尽

快通过对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的完善，以及对农民

工群体的支持，促进他们的企业民主参与。依据

本次研究的结果，企业民主管理制度方面的重点

措施在目前应当包括：在规模较大的企业中，积

极拓展农民工民主参与的途径，并保证农民工参

加职工代表大会的人员比例，确保农民工在规模

较大的企业中同样能够获得足够的民主参与机

会；推进《劳动合同法》的实施，规范企业的用

工行为，提高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并推动

劳动关系的长期化发展。此外，通过继续教育提

升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农民工的企业民主

参与能力，也将有助于进一步促进农民工的企业

民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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